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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文论的“场外征用”

乔国强

摘 要: 自 20 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有一个发展趋势，即文论在借跨学科之际逐步模糊了其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与此同

时，文论也越来越多地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似乎有文论被其“绑架”之势。张江先生认为造成

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场外征用”的缘故，故而提出让文论回归到文学自身，坚持系统内部自我发育的原则。本文对这

种“纯粹”理论的观点不完全苟同，认为文学理论从其肇始开始就是“不纯”的。这种“不纯”并非完全是构建者的有意为

之。它既是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一种状态，也符合文论构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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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张江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强制阐释

论》无疑是一篇颇为新颖和具有颠覆性的文章。
该文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以

及“混乱的认识路径”四个方面，分析和批判了当

代西方文论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所存在的“根

本缺陷”( 张江 5) 。当代西方文论虽然是西方当

代的文学理论，但这些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

文学和理论的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说，这篇文

章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当代西方文论的内在

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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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先生在文中认为，造成当 代 西 方 文 论

“根本缺陷”的主要原因是“场外征用”，即“各种

生发于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

释的话语中”，从而致使当代西方文论“实践与理

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的

分裂”( 张江 5 ) 。以我粗浅的理解，张江先生所

说的“场外征用”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既指当代西

方文论的构建成分，又指当代西方文论的构建方

法，即 思 想 与 方 法 的 统 一。而 其 他 三 方 面———
“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以及“混乱的认识路

径”则主要是指方法问题。显然，张江先生的目

的非常明确，他从理论的内在构成以及理论的构

成方法出发，反思和批判了当代西方文论构成的

不纯粹性和其方法的不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他

又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必须坚持系统

发育的原则，在吸纳进步因素的基础上，融合理论

内部的各个方向和各个层面，建构符合文学实践

的新理论系统”( 张江 5) 。
张江先生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案都

很有意义，对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建设与发展具有

启发作用。特别是对构建“符合文学实践的新理

论系统”的倡议，更为当下缺乏独立自主话语权

的中国文论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想必在不久的将

来，中国一定会有自己话语体系理论诞生的，最终

摆脱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的模仿，这是毫无疑问

的。不过，在肯定张江先生这篇文章合理性一面

的同时，我也隐约觉得张江先生在论述中所论述

到的“场外征用”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

必要。
所谓“场外征用”，用张江先生的话说就是:

“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

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

特征，引导文论偏离文学”( 张江 5 ) 。显然，“场

外征用”不单纯是个理论术语问题，它还牵涉到

如何构建一种理论模式的问题。具体说，这实际

意味着一个理论家在构建自己的文学理论时，他

能调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权限的

问题。
构建文学理论，到底能不能“征用”或者在多

大程度上可以征用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理

论，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把其他学科

中的理论知识“征用”到文论中来，是不是就一定

会导致文学理论和批评偏离了文学自身的航道?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在结合着

文论史的发展现状、具体案例分析和理论论证方

法的前提下，从文学理论的“纯粹性”、文学实践

与文学“系统发育”之间的关系以及文论自身内

涵三大方面，分析张江先生所提出的当代文学理

论中的有关“场外征用”这一话题，借此向张江先

生和同仁们请教。

一、从史的角度看中西

文论的“纯粹性”

张江先生指出，西方当代文论中所存在的主

要问题之一，是因“场外征用”，即“各种生发于场

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的话语

中”，导致了文论中夹杂了许多与文论不相干的

因素，从而让原本属于文学“系统内发育”的文论

变得“不纯粹”了。
显然，张江先生倡导的文学理论模本是一种

“纯粹”性的理论模本，具有为理论而理论的意

味。问题是，这一纯洁文学性的想法在实践中是

否能贯彻、落实下去? 要回答该问题，需要看一下

中西文论的发展史，即在过往的文论史上，文论有

没有真正地“纯粹”过?

先看一下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正如我们以

往所知道的那样，以意境、境界为代表的古代文论

看上去超凡脱俗，好像是沿着文学自身的轨迹走

的。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文论的产生与发展都与

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水乳交融的

关系。相互间的复杂发展脉络就不加以追溯了，

但是从无论是儒家文论还是道家文论都格外讲究

“天人合一”中不难窥出，中国古代哲学以及古代

文化对其的深刻影响。童庆炳先生曾用德国哲学

家卡西尔的符号论来解释中国文论与文化之间的

关系。卡西尔认为，“符号论的文化概念认为文

化就是指蕴蓄在人的‘灵魂’深处的精神文化、观
念文化而言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文化并非是独

立于“人”之外的一种文化，相反它寄存于人的

“灵魂”之中。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童庆炳先生针

对中国的古代文论与文化说: “文论作为文化‘扇

面’的一角，与文化‘扇面’的其他部分是密切相

关的”( 童庆炳 14 ) 。童庆炳先生借用西方“场

外”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文论问题，或许并不那

么具有说服力。可以暂且搁置一边，转而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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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自身发展的状况入手。
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颇为漫长，但是，儒和

道，加上汉代以后才加入进来的“释”，作为哲学

理念，几乎融入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每一种学说

或论述之中。譬如，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着严密体

系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在其一开篇中，

刘勰就直奔主题说，文是源于道的: “文之为德也

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

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绮，以铺理地

之形: 此盖道之文也”( 刘勰 1) 。“文”从一开始

就是属于“天地”的，这说明在刘勰看来，文学理

论和批评是依附于天地万物的，即与《易》有着密

切的关系。这难怪他接下来又曰: “人文之元，肇

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 刘勰 1) 。文学

理论与《易》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阐释文学理论当然不是

刘勰所独有的特点，相反这是古代批评家的一贯

做法，如钟嵘的《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论诗的

专著，可以说具有代表性。钟嵘在该书中评价中

国古代诗人的创作时，借用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化

思想:“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淡，于时篇什，理

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询、恒、庾诸公，

皆平 典 似《道 德 论》，建 安 风 力 尽 矣”( 陈 良 运

161 62) 。该处的“黄、老”就是指道教的始祖黄

帝和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显然钟嵘认为永嘉时期

的诗人由于过于崇尚道家哲学，从而导致了他们

所创作的玄言诗“淡乎寡味”，丧失掉了原来诗歌

所具有的“建安风力”。无疑，刘勰是从文化哲学

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理论的产生与构建的; 钟嵘是从

具体的哲学流派的视角来评价诗人创作得失的。
如果在此借用张江先生提出的“场外理论”来衡量

的话，他们两个都“征用”了文学之外的学科知识

和理论体系，是一种典型的不纯粹的文学理论。
问题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都是如此的，

不但文化、哲学渗透在文学理论中，甚至历史、政
治、伦理道德与文学理论也紧密地纠结为一体。
如孔子提出的“诗无邪”、“温柔敦厚”等术语，既

是评论《诗三百》的理论术语，同时也是对人的道

德品质的规定。更为典型的是汉儒董仲舒，他既

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文学理论家。
说他是哲学家和政治家是因为在汉武帝下诏征求

治国方略时，他依据“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提

出了“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治国策略; 说他是

文学家，因为流传至今的“诗无达诂”之说就源于

他。如果这些还只主要说明了他的不同身份在不

同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这段话，则

难以区分开他的身份与话语界限了: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

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

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

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

志，故 长 于 质; 《礼》制 节，故 长 于 文;

《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

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

非，故长于治人。( 陈良运 45)

董仲舒在这里所提到的“六艺”，原本是用来教化

民众的工具，即用《诗》《书》《礼》《乐》《易》《春

秋》这些古代经典著作来熏陶民众知书达理，从

而达到对之进行统治的目的。“六艺”无疑被政

治意识形态化了。但是，同样在这段话中，董仲舒

又把“六艺”自身的艺术特征给概括了出来，如说

《诗》道的是“志”;《易》源于“天地”;《春秋》是对

“是非”的匡正等，都总结得非常到位。这就说明

在当时所谓的文学与政治、历史、哲学以及伦理道

德都是不分家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场内”和“场

外”之别，显示出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

着状态。其后的文学理论也大致是沿着这一特质

发展和架构起来的。
总之，中国的古代文论是“不纯粹”的，它是

文史哲诸种领域之间的混杂。那么，西方的古代

文论就“纯粹”了吗? 应该说，也是不纯粹的，其

文论的肇始与发展与中国文论大致相同，即泛指

意义上的文化与文论也是并行不悖的。
西方文论的传统可以远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这两位古希腊学者也像中国的孔子等一

样，是全才式的学者，在哲学、政治、文学等方面均

开创了一代先河。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可以用理式

论来概括，即他的全部文艺思想都是建立在此基

础上的。如他在论及文学创作时所持的观点是，

由“神”或者“王”所造的“自然的床”，也就是所

谓的“理式”才是真实、可信的，而诗人们的创作

“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

真实隔着两层”( 柏拉图 390、392 ) 。把以诗歌为

代表的所有文学创作都视为是模仿之模仿。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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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柏拉图的艺术理论范式中，文学是不可能把

真实的世界反映出来的，所揭示的不过是真实世

界的幻影。
显然，柏拉图的文学观念与其哲学观念是相

互一致的，即他的文学观念受制于他的哲学观念。
除此之外，柏拉图所持有的政治理念也给他的文

学观念，譬如对诗歌的偏见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是要把诗人驱除出城

邦的。因为在他看来，能承担起治理国家这样重

任的人是哲学家，而不是诗人。柏拉图为何要把

诗人放置于哲学家之下? 这当然与诗人所从事的

创作有关。与可以一语道破真相的哲学相比，

“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 因为像画家一样，

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

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
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

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

力交 给 坏 人，让 他 们 危 害 好 人 一 样”( 柏 拉 图

404) 。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诗人逐出城邦，就是因

为诗人的创作破坏人的理性，不利于政治权力的

稳定。
毫无疑问，这种文学观点完全是依附于其哲

学和政治观点的。或者也可以说，对柏拉图而言，

哲学观点也罢，政治观点也罢，文学观点也罢，它

们统统是一回事，根本就没有什么谁不能渗透谁、
谁不能影响谁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跟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也是将

其哲学思想融入到文论创建中的。比柏拉图更进

一步的是，他在批判继承其老师的一些思想外，他

还开创了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也

正因为如此，他格外重视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并

有意识地将一些富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引入到文

艺问题的研究中。譬如他在其《诗学》中，不但整

合了早期希腊哲学家们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一些观点、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的传统，而且他还

往前更为推进了一步，即把生物学的有机整体概

念引入到悲剧中来; 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观点来

讨论悲剧的模仿对象和人物的性格; 还从病理学

的角度提出了“宣泄”和“陶冶”等学说。无疑，亚

里士多德之所以能成为古希腊历史上第一个百科

全书式的理论家，就是因为他融合了各个领域中

的有益知识，最终铸造出了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
从某种哲学思想出发来讨论文学艺术，并进

而发展成为一种文论思想或体系的例子比比皆

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文论的发展走的就是

这样一种“场外理论”的路数。如亚里士多德之

后，开辟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论先河的贺拉斯，他所

秉持的文学观点就与“有节制和适度享乐的生活

哲学”(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 163 ) 相关联。同时，

他还强调教诲要与娱乐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

“寓教于乐”(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 155) 观点。西

方文艺复兴之后，这种学科、理论的交叉更为明显

起来，可以说几乎每位理论大家都是程度不同地

将“场外理论”移入到自己的文学理论中来，并最

终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如狄德罗、莱辛、康德、
黑格尔、席勒、左拉等均为如此。

通过上述的简单回顾不难看出两方面的问

题: 从文论自身发展看，文论的起势就是由“场外

理论”等诸多因素合力而成的，即没有所谓纯文

学理论的理论; 从文论家构建理论的具体实践看，

将“场外理论”移入文论的现象由来已久，并具有

普遍性，几乎形成了“没场外，无文论”的局面。
基于这一现状，可以说当代西方文论纷纷“场外

征用”并不奇怪，不过是其传统基因在发挥作用

而已。其区别仅在于“征用”的程度和方法不同，

其他并无什么更本质区别。

二、从文论的内涵和

方法上看“场外征用”

以上主要是从“史”的角度探讨了“场外征

用”的史实。或许有人会说，一种文论的建构是

由“场外”和“场内”两部分需求所共同构成的。
“场外”是一种文论形成的外在因素，与“场外”所

对应的“场内”因素是决定文学理论最终形态的

关键因素。确实，上面论述的重点主要集中在

“场外”，也就是社会、哲学思潮、其他学科知识等

因素对文论建构所产生的影响，而没有涉猎到

“场内”。问题是，“场外”和“场内”是否可以截

然分开? 抑或说，文学自身或者说文论内涵是否

能脱离开“场外”因素而独立存在? 下面探讨的

就是这一问题。
这需要从文论的概念谈起。何谓文论? 现在

人们赋予它的一般界定是，文论是指研究有关文

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

和原则的一门学科。从这个界定中发现，文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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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包括两方面的内涵: 一是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特
征和规律的研究; 二是对社会作用的原理和原则

的研究。文论虽然是有关文学艺术的理论，但其

所涉猎到的绝非只是文学艺术本身，它与外在的

社会也紧密相关。这说明一种文学理论必须得具

备两种功能，即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问题和

文学艺术对社会的作用问题。如果说前一种功能

还可以在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来寻找答案，如语言

和形式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对自身的研

究来解决，那么后一种功能的实现———文学作品

对现实社会的参与、改造作用，则必须依靠文学艺

术与社会的依存、互动才能够达到目的。显然，文

论的内涵中也包含有对“场外”因素的要求，即这

些“场外”因素也是构成文论的要素。更重要的

是，严格说来就连前一种功能，即对文学艺术的本

质、特征和规律的研究仅局限于文学内部也是不

够的，也 必 须 得 借 鉴 其 他 相 关 学 科 的 知 识 才

行———只有当拥有了相对科学的方法论和必要的

背景知识时，才能把理论自身的构成和规律阐释

清楚。这岂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场外征用”?

或许又有人说，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有排斥

“场外征用”，只强调从文学到文学的文学理论，

如崛起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就是

一种纯文学理论的典范。“新批评”反对对文学

进行外部研究，一贯标举文学内部研究的大旗，看

上去的确是排斥文学外因素参与到文学研究中

来，但最终也是无法避免“场外因素”之侵蚀的。
“新批评”( New Criticism) 理论较为芜杂，在

许多问题上，内部成员的意见不一。比如，克林

斯·布鲁克斯 ( Cleanth Brooks，1906 1994 ) 在

《新批评》一文中就曾指出，“新批评”的前驱者之

一，“瑞恰慈就非常重视读者而不是作品本身”;

“新批评”的另一位重要成员，“艾伦·退特( Allen
Tate，1899 1979) ［则］一开始就对历史方面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 布鲁克斯 538) 。“新批评”的

主要倡导者 J． C·兰瑟姆 ( John Crowe Ransom，

1888 1974 ) ，其主导性诗学思想是“本体论批

评”。而所谓的本体论批评，表面上看来就是重

视作品自身的意思。他在 1934 年出版的《诗歌:

本体论札记》一书中，倡导人们把诗歌作为一个

独立自足的存在物加以研究，并似是而非地主张

要回到“场外”的康德所提出的本体论批评上去。
这表明兰瑟姆并非真的要立足于文学本体并

排斥文学外的所有因素。1941 年，当兰瑟姆在

《新批评》一书中再次讨论诗歌的本体论问题时，

又指出诗歌的本体性就在于它与“本原世界”的

联系。这个与“本原世界”的联系就是指诗歌“表

现现实生活”，并能够恢复“本原世界”的存在状

态，即承认诗歌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

在物，与外部世界中一切，诸如宗教、道德等，均有

联系等( 韦勒克 75 152) 。无疑，兰瑟姆的文学

本体论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文学研究的纯洁

性。或者说当作一种文学理念进行宣传时，彰显

的是其独立性，可一旦具体到阐述与分析上时，就

必须得结合着外部世界来研究。譬如，如果想说

清楚何谓本体论，就必须得首先说清楚了何谓

“本原世界”，而这样一来文学研究必然就与哲学

思想和现代社会发生了关联。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新批评”理论的集大

成者勒内·韦勒克也是文学内部研究的倡导者。
然而，在其著名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列出了一

大通纯文学研究的好处后，又转回头来仔细讨论

了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

和思想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尽管为

了区别文学的内部研究，他把这些研究命名为文

学的外部研究，可这种行动本身也说明了从文学

到文学的研究思路是难以走远的。如果想在文学

的天地里彻底地展开翅膀，只能向其他的学科领

域开放大门。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把文学理

论的内涵界定为“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

学史的理论’”( 韦勒克 32 ) ，也从另一角度说明

他并没有把文论单纯局限到纯文学中，所谓的

“文学史的理论”就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理论。
( 乔国强 2009a: 74 87)

上面论述的主要是“新批评”与外部世界难

以分割开来的关系。那么到具体到“新批评”理

论自身，它又“征用”了“场外”的哪些因素? 大致

说来这种“征用”可以分成三种: 一是对 18 世纪

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尤其是康德的美学

的“征用”。如新批评的两名主将 I． A·瑞恰慈和

兰瑟姆所分别提出的“想象力与知解力协和一

致”，“想象与理性携手共居于这个真实世界”( 转

引自 赵毅衡 8) 等观点，都是从康德那里借鉴过

来的。二是对形式主义文论，特别是俄国形式主

义文论的“征用”。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以

说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方法，在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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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理论和实践中均能找到明显痕迹。如俄国形

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客观现实

的文学作品，与作品的作者和接受者无关。对

“新批评”这一理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俄国形

式主义的这一观点也正是“新批评”理论的精华

之所在。还有，“新批评”中的重要术语，如反讽、
张力、细读法等也是从俄国形式对文学的内部规

律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启发的。三是

对语义学批评等理论的“征用”。I． A·瑞恰慈著

名的《美 学 基 础》( The Foundation of Aesthetics，
1922，与 C． K·奥格登和 J·伍德合作) 《文学批

评原理》(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 《科

学与诗歌》( Science and Poetry，1925 ) 等著作，都

是他在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并借助心理学研究方

法的基础上写就的。
当然，构成“新批评”的知识背景和理论学说

并不止于这三方面。实证主义、唯美主义和心理

学研究等，也都或多或少地给“新批评”理论的形

成和发展提供了诸多启发。如果认为“新批评”
这一批评范例还不足以表明所谓的纯理论是不存

在的，那么再简单看一下自诩为在文学内部进行

批评的先锋主义文论。诚如我们所知，以反叛传

统为标志的先锋主义文论一直被我们视之为纯理

论样板，即认为这种理论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文学

自身的范畴上。其实，这个理论远不如我们想象

的这般“纯洁”。
“先锋”这个词原本是个军事用语，1794 年法

国有一份军事杂志用“先锋”一词命名( Szabolcsi
49) 。把这个词从军事领域引入到社会和政治领

域，乃至于文学艺术中来的是圣 西门( Henri de
Saint-Simon，1760 年 1825 年) 和他的门徒。由圣

西门的特殊身份可以联想到其语境中的“先

锋”，一定会和“乌托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事

实也的确如此，他在去世那一年出版的《对文学、
哲 学 以 及 工 业 的 观 点》( Opinions littéraires，
philosophiques et industrielles，1825 ) 一书中，不但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先锋艺术这一概念，而且还为

先锋艺术家们制定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南”。该

“指南”的核心思想便是，先锋艺术家们要保持自

己的“先锋姿态”———要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和各

种形式“散布新的思想”。总之号召艺术家们在

构建未来美好社会中，要起到“先锋”带头的作用

( Cf． Saint-Simon 343) 。

无疑，先锋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不纯洁的，

与社会生活、国家政治、公民职责等联系在一起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的是艺术为社会服

务的要求。这一现实说明一种文学艺术理论的产

生往往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

或某种思想忧戚相关。有关这点在唯美主义理论

中也表现得格外明显。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唯美主义的最大特点就

是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而且似乎还是绝对、无

条件的。这便使我们觉得这个流派是文学史上一

个货真价实的纯艺术流派。殊不知这个理论流派

与先锋主义一样，也与空想社会主义有关联。不

同的是，前者推崇和信奉的是圣 西门，而后者的

文学理论主张主要是在查理斯·傅里叶( Charles
Fourier，1772 1837 ) 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查

理斯·傅里叶与圣 西门虽然都是空想社会主义

者，但是他们两人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看法并不

一致———圣 西门强调政府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傅

里叶主张要去社会中心化，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

小政府。所以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泰奥菲尔·戈蒂

耶( Théophile Gautier，1811 1872) 在其小说《莫

班小姐》( Mademoiselle de Maupin，1835 ) 的序言

中，在对傅里叶宣扬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个

人主义推崇备至的同时，强烈抨击了圣 西门所提

出的艺术为道德和功利服务的思想( Egbert 344) 。
从对先锋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简略回顾中不难

看出，那些常被看作主张文学艺术“自治”的文

论，其实从一开始就诞生于“场外”，在其构建和

演化中又不断地把“场外”因素吸收、融合到理论

文本中来。这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从

中国学者那里也能找到相应的理论印证。
著名学者曹聚仁在为章炳麟《国学概论》一

书所作的“小识”中曾说，学者的工作应该是“第

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

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

上走”( 曹聚仁 1) 。文论就是由学者创造和写就

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条原则也适用于学

者的文论写作和研究: 第一条原则说明一个作者

在从事文论工作时，必须得有“精利的工具”。这

个“工具”显然不可能是指文学自身，而是指具有

前瞻性的精辟思想锻造出来的认识问题的方法。
譬如柏拉图式的理念说，亚里士多德式的从具象

中抽绎而出的演绎法，成为西方不少文艺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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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理论假设，即他们的文论构建都是以此假

设为真理情况下推演而成的。这不难理解，我们

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认识也都是依定一定的哲学原

理的。如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理解，就必须

得借助于道家哲学; 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解读，

就必须得参照着佛教。离开了这两种“思想工

具”就会变得无所适从。第二条原则说明一切的

文论其实都是具有功能性的，即具有“指引路途”
的作用。

中外文论的发展事实表明，任何一种理论的

创建，包括对已有理论的解读，都是要依据“场

外”因 素 的。即 便 这 种 理 论 为 人 们“辟 出 新 境

域”，那也是在已有“境域”上发展、演化出来的。
这说明“场外征用”是文学理论创见与研究中难

以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是导致文论变得“不纯粹”
的主导原因。

三、从作品、文论实践角度

看文论的“系统发育”

张江先生在《强制阐释论》一文中，反对“场

外”的理论对“场内”理论的吞噬，认为这会使文

论偏离了文学，因此他提出了“当代文学理论话

语的建构必须坚持系统发育的原则”，建构出一

种“符 合 文 学 实 践 的 新 理 论 系 统”的 倡 议 ( 张

江 5) 。
这一倡议的着眼点就是基于文学的问题要由

文学自己来解决，即所谓的“系统发育”就是指文

学系统内部的自我发育。换句话说，新构建出来

的这个理论系统必须得与“文学实践”自身相吻

合、一致。无疑，这个“系统发育”之说与反对“场

外征用”的观点是互为一体、相互补充的。总之，

张江先生认为文学理论的构建一定要从“文学实

践”这一逻辑点出发。
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何谓“文学实践”之说。

文学实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学实践，

可以指一位作家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 广

义的文学实践所包含的内容就广泛了，它不仅包

括作家的创作过程，还包括作家在创作时所采用

的具体策略、技巧以及在文学作品中所构建的那

个文本世界。有关的具体策略和技巧在前面论述

“场外征用”时已经涉猎到了，即这些策略、技巧

的产生与运用都是离不开其他领域和学科的启发

与支持的。在该处需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中所构

建出来的那个文本世界，也就是透视一下这个世

界是与什么东西关联在一起的。
文本世界虽然是文学作品中的世界，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这个虚构出来的艺术世界就是隔绝而

孤立的。相反，它与现实世界有着一种撕扯不断

地关联。彼此间关联的媒介有许多种方式，其中

一种就是创造这个文本世界的人———作者。
文本世界是由作者一手搭建起来的。问题在

于，作者到底是依据什么来构建这个文本世界的

呢? 这个创建文本世界的作者又是由什么构造出

来的? 这些问题已是老问题，似乎无须再赘言的

必要。对诸如作者不是真空世界里的超然物种，

而是由现实社会、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塑造而成

的; 还有这个社会化、历史化中的“人”( 作者) ，一

定会把这些东西投射进其所构建的那个文本世界

中去的种种说法，我们都了然于心。作为一种

“常识”知道是一回事，明白其中“投射”的原理和

过程又是一回事。为了更好地说明作者、社会与

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是需要“征用”一下文学

之外的理论。
法国符号学家高概与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E·本韦尼斯特，为了更好地阐释清作者、社会和

文本 间 的 关 系，发 明 了 一 个“述 体”( instance
énonante) 概念。对何谓“述体”，两人的界定不

完全一样，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强调“述体”是“话

语产生的中心”。为何会把“述体”与“话语产生”
联系在一起? 因为在他们看来，“述体”不但是指

作者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即便是“不言语”，

它也能“感受痛苦，感受愉悦”( 高概 21 ) ，而且

“述体”还能反射现实，并能使事物和人产生意

义。这个概念无疑有些抽象和晦涩，如果用较为

通俗的话来解释，可以总结成两层意思: 一、人的

思想意识并非完全是由大脑控制的，通常默不作

声，被我们所忽略的身体其实也在控制着人的思

想意识。它的控制方式是，用其所独有的存在方

式和经验感受来决定了言说者的作者; 二、作者的

身体看上去好像是独立自主的，其实不是，它总是

被外界给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换句话说，身体的

存在和感受并非是独立的，而是受其所处的时代

和环境的制约的，即身体处于何种时代、何种环

境，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存在方式和感受经验

( 参见乔国强 2009b: 74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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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概和 E·本韦尼斯特绕着这么大的一个

弯，无非还是说明一个问题: 人与外部世界是难以

分割开来的。只不过他们比以往的理论家往前更

为推进了一步，从“身体”的角度把人与外部世界

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即说明任何一个作者的存在

都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作者自身所具有的这种

社会属 性，就 决 定 了 文 学 作 品 的 属 性 也 是“杂

色”的。
既然文学作品本身都是不“纯粹”的，那么论

述、研究文学作品的“理论”怎么可能会“纯粹”?

换句话说，解读或评价一部充满复杂思想观念或

社会因素等影响的文学作品，所使用的与之相对

应的文论都会程度不等地存在“场外征用”的问

题。譬如，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中叶的德国“狂飙突进”( Sturm und Drang) 运动，

就是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从“狂飙运动”本身来看，这是一场声势浩

大，席卷了整个德国的文学运动。青年时期的歌

德、席勒等都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坚力

量。多数学者认为，这场由当时的作家克令格尔

( 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1752 1831 ) 在

1776 年创作的同名剧本而得名的运动，是“德国

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在反封建和强调文

学的民族性方面比启蒙时期更向前跨进了一大

步。”( 杨周翰、赵萝蕤、吴达远 108 35 ) 到底该

如何分析和评价这样一场反映当时社会思想和政

治文化诉求的文学运动? 如果只从文学内部而全

然不考虑“场外征用”的话，恐怕既不能深刻地揭

示出这场运动的起因及其深刻的内涵与外延，也

无法诠释清楚这场运动对德国乃至欧洲文学和社

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狂飙突进”时期的那些文论也都是

通过“场外征用”构建而成的。这一点从当时具

有代表性的文论家约翰·高特夫里特·赫尔德尔

(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 1803 ) 的个人经

历、知识结构以及所提出的文学主张等都可以显

示出来。赫尔德尔曾学过医学和神学，还在教会

学校里做过助理教师和教会牧师。他曾在巴黎游

历过，接触过卢梭的著作，与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还

有过交往。他在德国结识了莱辛和歌德，歌德还

推荐他到魏玛充当教会总监督和市立教堂作首席

牧师。总之，他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以至于我们

很难对其做出分割，即哪一部分的赫尔德尔是神

学家的赫尔德尔; 哪一部分的赫尔德尔是医学家

的赫尔德尔; 哪一部分的赫尔德尔是文学理论家

的赫尔德尔? 他在撰写《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

考》(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 1791 ) 这样一部论及“世界各

国的自然和人民、语言和风俗、宗教和文学、艺术

和科学，以及历史地理等”( 冯至等 113 ) 鸿篇巨

制时，难道会把其头脑中的有关医学、神学以及哲

学思想都要统统屏蔽掉，然后再以文论家的身份

从事写作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赫尔德尔之所以

能写出这样一部有分量的文艺理论专著，正是因

为他借鉴、融会了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精华，即恰恰

是“场外征用”的优势成全了他。这样的事例绝

非是偶然的，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坛

上的一件黑人作家与犹太作家之间的一场强硬

“对话”，也反映出“场外征用”的必然性。
这场“对话”最初是由对黑人文学作家的不

同理解和评论而引发起来的。美国犹太学者，同

时也是批评家的欧文·豪 ( Irving Howe，1920
1993) 在 评 论 黑 人 作 家 理 查 德·赖 特 ( Richard
Wright，1908 1960 ) 和詹姆士·鲍德温 ( James
Baldwin，1924 ) 的作品时，褒扬了赖特，而贬抑

了鲍德温。这引起了另一位黑人作家拉尔夫·埃

里森( Ralph Ellison，1914 1994) 的不满。他指责

作为犹太人的豪并不了解黑人，因而也没有资格

对美国黑人作家的创作指手画脚。豪对埃里森的

过激反应表示不解，因而又撰文解释说他的评论

仅限于美国黑人文学作品的评论，除此之外，不包

含其他的意思。这篇原本没有什么恶意的文章彻

底激怒了埃里森，他先是质问豪为何对他的指责

不予以理会; 又愤怒地指出，美国犹太人不要以为

自己的肤色和白人一样，就可以以白人的口吻来

教训黑人; 进而还提醒说，犹太人也是移民，而且

还是后于美国黑人的移民。
显然，这场看似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从一开

始就不是在文学系统内部展开的，而是自始至终

都处于“场外征用”之中。换句话说，犹太批评家

与黑人作家看似讨论的是文学问题，其实离着文

学自身甚远，论争来论争去都没有离开种族、肤色

以及地位问题。这也说明文学这个系统是不可能

离开社会系统、族裔系统等独立发育的。这场争

论消停之后，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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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背景写了一篇名为《房客》( The Tenants，
1971) 的小说，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作家的创作

也都具有“场外征用”的特点。更有意味的是，其

他理论家对《房客》的解读也充满着“场外征用”
的意味，如伊斯卡·奥尔特认为，马拉默德的《房

客》是一部有关末世学的小说，讲述了人类在世

界末日到来之前所发生的暴力、绝望和文明的堕

落( Alter 172 ) 。美国文学批评家谢尔顿·J·赫

什诺认为，“《房客》本质上的象征意义是黑人与

白人冲突的寓言［……］暗示了文明的白人反对

野蛮的黑人，爱与恨相对峙，理智与本能相冲突”
( Hershinow 92 93 ) 。以色列学者埃米莉·米

勒·巴迪克( Emily Miller Budick) 则认为马拉默

德欲表达一种黑人与犹太人应该结成联盟的思想

( Budick 11 13) 。
以上三种评论没有一种是针对文学自身的艺

术性的，从事的全部是与哲学、种族、历史、政治有

关的主题性释说。这又再次证明了“场外征用”
不但不是文论的弊端，相反是文论构架和发展的

一种正常态势。

结 语

说文论“场外征用”的合理性主要出于以下

三个方面的考虑: ( 一) 从史上来看，文论“场内”、
“场外”因素是孪生的，自古皆然; ( 二) 从文论自

身的内涵看，“场外”与“场内”因素互为表里，文

论源自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又阐释和引导文学

艺术的发展走向; ( 三) 从文学实践的角度看，“场

内”“场外”这两种因素有机地纠缠在一起，无法

将它们剥离开来。总之，让文学批评和文论构建

局限于在“文学系统”之内，而不进行“场外征用”
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场外征用”既可以说是出于

文学批评实践和文论构建的某种需要，也可以说

是反映 了 文 学 批 评 实 践 和 文 论 构 建 的 内 涵 及

外延。
张江先生之所以在《强制阐释论》中提出当

代西方文论中的“场外征用”问题，我想可能是基

于以下两种语境: 其一，当代西方文论对“文论”
的界定过于笼统和宽泛了，把一些严格意义上说

不属于文论的东西也看作是文论，即借跨学科之

际模糊了文论与其他学科的界限; 其二，当代西方

文论中，有过于偏重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道德等

方面的倾向，从而使原本用来阐释、批评文学艺术

作品和现象或引导文学艺术走向的文论，被政治、
意识形态以及伦理道德等所绑架。抑或说，使原

本用来让读者进行认知、审美、娱乐等活动的文学

艺术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文学艺术成为

文论的奴仆，专事用来阐释文论的正确性。在这

样的一种背景下，张江先生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是

非常及时的。这与文论本身是否含有“场外”因

素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文论的“场外征用”不单纯是个应不应该借

鉴和利用其他学科资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

理论到底该是以何种态势出现的问题。
其实，西方的一些理论家也意识到了文论所

面临的窘境。早在 20 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批评

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 Roman
Jakobson，1891 1982 ) 就提出了“文学性”问题，

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是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

作品的东西。近期，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奥尔

布赖针对当前理论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时也

说:“我信仰一种更接近实践的理论，我信仰那种

让人们更加接近和热爱文学文本、音乐作品的理

论。我不喜欢‘俯视’姿态的理论。我愿意去看

作品，并从中发现一些东西。［……］我认为最好

的批评同时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关注宏大

的视野，也关注具体的情感与词句”( 顾悦 6 ) 。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即文论如何才能更好

地成为文论的想法下，本文才不揣冒昧地与张江

先生探讨，以便更好地推进这个话题，为文论发展

和建设提出一点管窥之见。

注释［Notes］

① 需要注意的是，兰瑟姆所说的康德的本体论批评指的

是康德早期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不是 1770 年后的康德。
因为 1770 年从发表《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
起，康德就从自然科学转向哲学，从探索自然的奥秘转向

心灵的奥秘，其哲学观也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

义。他在这一时期是反对本体论研究的，他认为“物自

体”在经验之外，是无法认识的。参见赵毅衡:《重访新批

评》。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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